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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数 字 劳 动 时 代 ， 知 识 工 人 的 “ 加 班 ” 问 题 引 发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大 众 讨 论 和 媒 体 关

注，这一劳工问题以互联网行业知识工人群体的“996”工作制为代表。互联网行业

除了给人薪酬高、福利好、发展前景广阔的印象外，还逐步被贴上了“加班多”的标

签。虽然网络吐槽不断，但知识工人对加班却呈现出甘愿和顺从倾向，表现出对加班

文化的遵从和默认。

对于产业工人如何同意并努力工作的问题，布若威（2015）通过讨论垄断资本

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揭示了工厂“制造同意”的机制。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

的统一塑造了工厂政体，确保了工人自发同意工作的“超额游戏”。作为一种新兴产

业，互联网企业以技术和知识密集为显著特征，从业者主体是具有专业技术与知识的

劳动者。知识工人不同于车间、厂房等工业流水线上的传统工人，不是靠直接制造有

形产品来获取工资收入，而是借由自身知识和专业技术，通过创造非实体性的产品、

提供技术服务来获取劳动报酬。 ①按照贝尔（1997）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

的预言，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广义的知识分子阶层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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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涉及讨论的对象是与企业有着正式的合同雇佣关系的知识工人群体。被称为“数字劳工”参与数字内容生产行为的消费者和
使用者，以及通过平台参与互联网行业劳动的弹性雇佣者和灵活用工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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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具有影响力。提出知识工人概念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也认为，知识工人与传统的

工人不同，这部分新雇佣工作群体借助掌握和应用专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因此拥有

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Drucker，1996）。但从目前互联网企业加班的普遍

化和常态化以及知识工人的劳累程度看，知识工人并没有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反而是

陷入了“身体逐渐被掏空”的境地。

知识工人的“加班同意”何以可能？如何理解知识工人的加班自愿？进而，面对

行业加班现象的显著和加班文化的盛行，个体的选择与行动如何？技术的发展和生产

方式的变化带来了企业组织的变迁和知识工人数量的显著增长，但有关中国新兴企业

组织行为以及知识工人的研究尚不充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

说明和解释。相较丰富的制造工厂中工人劳动状况的研究，对“公司工厂”中“知识

工人”的劳动状况及生存逻辑的理论解释仍显得较为匮乏。“加班”既蕴含了行业文

化、组织意图、个体选择等主体性因素，又折射了劳资关系、组织制度、市场环境等

结构性因素，其中所体现的市场、组织、个体之间的张力关系值得我们通过实证研究

形成理论分析。本文将深入组织内部，考察知识工人加班同意的建构过程，尝试揭示

组织与个体的互动与选择，制度的驱动与生成。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视角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了职业结构、社会阶层及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

改变，二战以后出现了由制造业工作向知识性工作转变的浪潮（莫斯柯，200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出新的产业，诞生了新一代“知识工

人”。与传统的制造工人和白领职员不同，这些人员的工作更具有专业技术性和创造

性，这些产业中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产品也多以无形的知识和

技术为主，企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作业场景都不同于工业劳动时代（王星和王春璇，

2023）。面对新的技术带来的新产业、新业态，相关研究多从隐蔽性剥夺和不平等

的角度考察了新经济中新型劳动者的劳动过程（Ross，2004；Tapia，2004）。针对

中 国 互 联 网 企 业 知 识 工 人 劳 动 状 况 的 研 究 ， 一 方 面 展 示 了 包 括 网 络 编 辑 、 程 序 员 、

互 联 网 工 程 师 等 在 内 的 知 识 工 人 超 常 投 入 、 主 动 加 班 、 长 时 间 重 复 劳 动 的 工 作 状 态

与普遍困境（曹晋和许秀云，2014；孙萍，2018；廉思，2021）；另一方面揭示了

企业如何通过项目制、弹性工作制、绩效激励和考核制度对劳动者形成捆绑，通过组

织文化、意识形态等运作掩盖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剥削，形塑和巩固知识劳工对加班

的自愿性服从（梁萌，2019a；梁萌，2019b；侯慧和何雪松，2020；李强和刘杰，

2020）。最终，知识工人在议价能力上并没有因知识和技术重获力量，在就业和生活

双重风险下形成了“被迫同意”，成为“驯服的羔羊”（严霞，2020）。

面 对 加 班 ， 尤 其 是 超 时 加 班 ， 工 人 会 如 何 应 对 ？ 抗 争 性 的 劳 资 关 系 大 都 出 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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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过程严密控制、工人生产行为严格管理、工资制度严苛的工业生产模式中（刘建

洲，2011；潘毅等，2011；郭于华和黄斌欢，2014）。相对于工厂工人，白领的集

体抗争几乎不可见，以离职或“跳槽”的方式更换企业可能是目前较为显性的个体性

应对方式。赫希曼（2015）指出，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消费者或成员有两种选择，

一是退出，二是呼吁。赫希曼着重研究了安静的退出和内部呼吁两种行为，基利和格

雷 汉 姆 对 赫 希 曼 的 框 架 做 了 更 细 致 的 讨 论 ， 他 们 根 据 退 出 的 强 度 和 呼 吁 形 式 上 的 不

同，提出四种行动组合和行为反应，除了安静的退出和内部呼吁，还存在大声退出和

被动接受或忍耐的选择（Keeley & Graham，1991）。

有关劳动过程的大量研究有助于分析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但在分析新兴科技企

业知识工人的“加班”议题时，研究还需要关注到自主性对于知识工人劳动过程的重

要性以及互联网知识工人的特殊性（陈友华和张晨阳，2023）。为此，一是要重视劳

企双方的互动过程，二是关注知识劳动的创造性及其工作的弹性特征，三是把互联网

产业的属性和市场特点纳入分析视野，从而避免陷入雇佣双方对立冲突的分析窠臼。

此外，互联网知识工人面对加班既不退出也不呼吁，选择接受或忍耐的无意识忠诚现

象是现有研究关注缺失的方面，也亟待理论解释。

（二）研究视角与方法 

从已有研究和现实情况来看，知识工人加班的“自愿”状态更多的是一种被建构

的“自愿”。现象社会学代表人物伯格和卢克曼（2019）关于制度或规范是通过行动

者及其互动建构起来的理念构建了分析互联网企业知识工人加班问题研究框架。“社

会 建 构 ” 既 是 一 种 理 论 ， 也 是 一 种 研 究 方 法 。 当 把 互 联 网 企 业 加 班 视 为 一 种 社 会 事

实，它的出现、维持或转变必然经历相应的建构过程。因此，本文把加班作为一种现

实的社会建构，对互联网企业知识工人加班现象展开社会建构分析，把加班之形成看

成是劳动组织内劳企互动的一种结果，而不是简单的资本剥削劳动的产物。从市场、

技术与组织互动的维度来理解组织和成员的行为，同时重视组织与个体的互动对规则

产生的影响，加强“过程—机制”分析，以弥补社会建构分析的不足，从组织化加班

与 个 体 化 加 班 以 及 两 者 的 互 构 中 来 更 好 地 理 解 互 联 网 企 业 知 识 工 人 加 班 的 社 会 建 构

过程。

基于上述研究立场，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个案（事件）研究进行定性分析，

以说明知识工人的加班自愿如何被社会性地建构，知识工人的集体性加班何以可能。

2 0 2 0 年 5 月 至 1 1 月 期 间 ， 笔 者 采 取 微 信 语 音 和 面 对 面 方 式 访 谈 了 互 联 网 企 业 不 同 级

别、不同类型员工23位。其中，经理以上职务6人，人事经理3人，程序员（含项目经

理）11人，其他业务员工3人。除了访谈获取的经验资料，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典型事

件也被纳入相关讨论。

三、加班的组织化建构：竞争传导与内部塑造

互 联 网 企 业 在 市 场 运 作 方 式 、 商 业 模 式 和 运 营 管 理 等 方 面 与 传 统 产 业 有 很 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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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技术的快速变迁、市场地位的不稳定、金融市场的波动等都对互联网企业的生

存与发展构成了外在压力，其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传统经济不曾有过的（李怀和高良

谋，2001）。作为营利性组织，为了实现经济绩效目标，企业在竞争和生存压力下如

何通过内部生产组织方式与技术的配合、正式制度以及权变性的机制设置去实施这种

适应性的策略？本文将深入企业内部去揭示加班文化以及加班同意的建构过程。

（一）项目化的组织运作与敏捷化的项目管理

企业外部的生存压力和竞争程度首先需要通过组织化的机制传导到组织内部，从

而以相对稳定的内部管理和灵活高效的运作机制来实现对市场变化的应对。在网络经

济“赢者通吃”的市场规则下，互联网企业往往采取以规模和速度制胜的竞争策略，

以项目来驱动企业运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种带有鲜明项目制特征的组织运作

模式，一方面增强了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和适应性，另一方面推动了企业内团队和员

工的不断运转，把外部的市场需求和市场机会变为企业的产品规划以及最终的产品实

现（侯海东等，2008），项目团队也就成为最需要加班的主体。

现实中，除了复杂求稳的项目，倡导团队价值和沟通的敏捷开发方式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运用。敏捷化意味着更快的交付、更快的迭代，即以最快的速度把还在雏形的

产品模型变成可以上线的功能，新的产品性能只需几个月甚至几周就可以发布，无需

再花费数个季度或年度。这无疑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加速度，在带来惊人回报、跑赢竞

争对手的同时，也助推着企业的项目团队越来越快地响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更快

地解决问题，不间断地提供支持和服务，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更多任务。工作及时性和

同步性的要求也在客观上增强了员工的劳动强度。 

客户希望你更快更灵活，一旦有相关的要求出来，要有及时的响应和反馈，随时随地
都可能会有。为什么大家都说互联网企业要加班？你看这样的需求下劳动强度就比以前大
了很多。（访谈记录20200611YBhj）

交付周期的紧张往往会催生加班，一旦遇到工期压缩，加班更是不可避免。敏捷

管理在项目开始之前会按照上线时间倒推估算开发周期，以不推迟上线时间为第一要

求。为增加用户体验感，市场部门总是希望产品上线越快越好。客户不断地要求增加

系统功能和软件品质，同时要求缩短开发与部署时间。有时企业以低价拿到标的后就

只能通过加班来缩短开发周期，降低成本。

研发面临的需求很紧张，会要求研发人员一周、两天甚至是明天就呈现结果，这样的
情况是非常多的，只能加班。（访谈记录20201111FSlyj）

公司为了拿下地区市场，投标报价很低，公司要赚钱，就只能把这一部分压力转嫁给
做项目的人，然后导致加班。（访谈记录20201109YSld）

敏捷开发本身并不会助推加班现象的形成，但是作为一种工作的组织方式，一种

管理工具，频繁迭代的理念本身就意味着工作的高强度和快节奏。不断更迭的产品和

服务需求，接连不断的任务事项，在资本与时间的较量中，敏捷化的项目管理无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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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了市场压力的传导器。当敏捷化从软件开发逐步泛化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进

而成为一种组织文化，各部门的工作节奏都会渗透敏捷思维，催促团队和成员更快更

多的完成工作。当所有的工作事项都被带入快节奏的“迭代”运行和24小时的“on 

call”支持中，赶项目、赶交付变成了工作的日常。

（二）可视化的自我监控与游戏化的内部竞赛

由于软件的特殊性，开发过程往往具有不可见性，对项目进度进行日常跟踪的常

用手段之一就是“看板方法”。作为一种可视化工具，“看板”直观展示项目进度，

报告最新状态，让研发过程最大限度地可视化（安德森，2014）。在管理软件的助力

下，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管理更加微观和细致，整个项目进程和每个成员的任务完成更

加容易被“看见”，同时随时获知其他成员的工作状况。不需要人为的提醒，无需他

人监督，仅仅通过及时可视化展示就让所有人都知道已经完成的、开发中的、待完成

的工作任务。这种可见性驱动着团队成员进行富有挑战的互动，加快任务的完成，也

使得每一个团队成员很难对自己的工作进度视而不见，产生丝毫的懈怠。随着分工和

远程工作越来越标准化、程式化、专业化，此类工作变得越来越容易遭到监视（卡普

尔，2014），也就更容易产生出自我激励型和自我管理型的员工和工作场所（佛罗里

达，2010）。

求快的发布节奏要求小规模的开发组织具备空前的快速迭代能力，就需要激发团

队冲刺潜能，让员工保持高涨的工作热情和士气。一般而言，不易对付的挑战会令大

多数人振奋，激发“屡战屡胜”的成就感，确立一个令人激动的挑战，会大大调动团

队成员的活力和能动性。一定的正向激励机制以及游戏般的胜败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游戏中的排行榜和积分机制常常被引入项目管理流程中，提高团队成员的紧

迫感和竞争性。赢得升级挑战的乐趣也使员工并不在乎是否在加班，也就实现了员工

从听从安排到积极参与的转换。

像打游戏一样，每天写代码像在打游戏，就像解一道一道的题，有在游戏中挑战一个
关卡的感觉，有不断升级的挑战。其实也不在意是不是工作或者说是做到几点钟。（访谈
记录20200704Acym）

激 发 团 队 潜 力 的 另 一 种 方 式 是 内 部 团 队 竞 赛 。 项 目 管 理 中 的 内 部 “ 赛 马 ” 机

制 ， 允 许 企 业 内 不 同 的 团 队 做 同 样 的 事 情 ， 可 以 让 两 到 三 支 不 同 的 团 队 同 时 来 解 决

同 一 个 问 题 ， 形 成 内 部 竞 争 。 “ 部 门 会 有 一 个 统 筹 的 规 划 ， 团 队 之 间 、 项 目 组 和 项

目 组 之 间 会 ， 同 样 的 项 目 两 个 项 目 组 一 起 来 P K ， 选 择 一 个 更 好 的 。 ” （ 访 谈 记 录

20200616ZAxyj）两个团队承担同一个开发项目，一边加班到深夜，另一边就加班到

凌晨，开发变成了一场“战斗”。最后往往只有一支团队“活下来”，另外的团队则

可能被淘汰或合并。竞赛构建出拟游戏的氛围，通过清晰的目标、明确的规则形成压

力型的团队文化，将挑战的成就感与企业的目标相统一，激发员工创造潜能的同时，

带快工作节奏，提升工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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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契约的建构与软文化的硬考核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才能让员工愿意长时间待在公司努力工作？除了项目

制的敏捷化运作，组织内部的制度设计和运用也会对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产生影响，

并相互配合着推动员工按照组织目标竭尽全力，在工作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1. 心理契约的建构

员工和组织的互动关系中除了存在正式的雇佣契约，还存在隐含的、非正式、未公

开说明的相互期待。在长期和短期激励的双重引导下，个人与组织员工会更容易接受以

加班和职责外工作为代价，去换取企业提供的报酬增加、向上晋升的职业承诺，公司和

雇员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配合，建立起加班与回报的“心理契约”（施恩，1992）。

互联网公司的薪酬体系包括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两部分，短期激励主要针对基层

员工和中层管理员工，包括基本工资、奖金（绩效薪酬加薪）、福利等，长期激励主

要由股票期权构成。尽管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在访谈中并不愿意透露员工的具体薪酬，

但都表示公司给出的薪酬在市场上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在所在细分行业内至少处于

中等或中等偏上水平。与传统业务相比，互联网公司的核心资源是人力资本，这一属

性使得企业必须要更多地激发员工主动思考，自我驱动。单有短期回报并不能让企业

员工爱上工作，让雇员成为公司股票的持有者是一个重要有效的办法。访谈调研的企

业中75%都采用了股权或期权激励的长期激励方式，其中高管薪酬结构中长期激励占

到总薪酬的一半以上。特别是初创型企业，早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往往会控制员工

的现金薪酬水平，以奖金和个人股权的形式给予激励性收入补偿。

此外，比起直接的货币激励，对于知识型员工，合理透明的晋升机制具有更重要

的激励作用。级别晋升给予员工在未来获取更高回报的心理预期，引导他们延长服务

期限，并投入更多努力（Dencker，2009）。互联网公司一般会设定两类发展路径：

一是技术线，通常称为P线（profess ional）或T线（technology）；二是管理线，通

常称为M线（management）。晋升制度为员工搭建了锦标赛的赛道，每晋升一个等

级，都伴随着收入的增加。晋升前后的收入差距越大，则员工付出的努力水平越高。

“级别提升对于收入的提升是非常可观的，当你跨到了一定的级别之后，收入是成倍

往上涨的。”（访谈记录20200711Mcy）如A公司，技术线每晋升一个级别就会带来

薪资30%~40%的增长，如果达到一定级别，还有股权激励。

如果说薪酬和晋升让员工对工作形成高投入的预期，那么如何真正让员工在公司

待更长时间？很多互联网企业还会设计各种小福利，最为常见的就是为加班员工提供

免费晚餐和班车。延长1个小时有免费班车，延长1.5小时有免费晚餐，再延2小时就

可以免费打车，这样的设计使得“加班”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项。除了精心打造

的茶水间，一些公司还为员工单独开辟健身空间，甚至解决子女托管等问题。当员工

能在办公室获得一切想要的生活便利和娱乐选项，就意味着他们会在办公室里待更长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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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文化的硬考核

为 了 在 激 烈 的 市 场 竞 争 和 多 变 的 外 部 资 本 环 境 中 变 得 更 快 更 强 ， 互 联 网 企 业 往

往赋予加班“拼搏和敬业”的价值色彩，宣扬不眠的硅谷精神，以及对全天候工作的

狂热，鼓励员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工作上。文化价值观为行动提供了规范和剧

本 ， 为 个 体 提 供 了 应 成 为 的 样 子 和 道 德 模 板 ， 可 以 很 软 ， 也 可 以 很 硬 ， “ 既 然 ‘ 热

情’成了职场新要求，就需要有办法来测量它，以使个体员工的热情能被比较并用以

分配赏罚”（Tokumitsu，2015）。在公司治理层面，互联网企业将价值观的考核与

绩效直接挂钩，通过组织制度强推，对企业加班文化的遵从也被纳入考核体系，用软

文化硬考核的技术方式，为组织成员提供行为导向，并筛选塑造出理想员工。是否积

极配合、是否全情投入成为员工考核合格和晋升的重要标准。

在受访企业中有多家公司对员工价值观进行量化考核。例如，A公司将很难标准

化的价值观细化为20项行为描述，员工满足1项赋1分，没有满足赋0分，总分20分，

最后的得分对应最后的绩效。HS公司的价值观评分满分为5分，普通员工必须得到2

分以上，绩效考核才能达到A；如果是管理层，必须在3分以上；如果员工在晋升季

没有达到3分，复测后仍未达到，该员工的晋升就会被终止。WX公司的价值观考核

占到绩效考核的20%，企业对员工的工作态度、沟通协同、决策与执行、外部需求支

持、小组内部正向影响等进行361度的综合评估。除了通过员工行为是否体现价值导

向来量化评判员工，一些公司还会通过打卡及加班时间来确定员工是否努力。

你有没有加班也能证明你工作是否积极主动，有没有融入团队，是否给团队里的其他

人起到一个正向积极的表率。如若没有，那么可以清晰地知道你的绩效会受到影响。（访

谈记录20210803Awzk）

四、加班的个体化驱动：承接认同与有限选择

面对竞争激烈的行业环境，互联网企业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治理方式，

将市场竞争的压力传导到组织内部的团队和成员，推动了加班逐步走向组织化。那么，

个体如何承接这种加班建构，形成集体的默认？组织成员对加班压力会做出何种反应？

没有个体的认同和配合，组织化的加班也最终无法实现。加班认同不仅受到企业制度的

推动和激励，也受到企业文化、工作氛围、默认规范等无形制度的引导和鼓励。

（一）承接内化与认同顺从 

个 体 把 世 界 理 解 为 一 种 有 意 义 的 社 会 现 实 ， 始 于 个 体 对 他 人 所 在 的 那 个 世 界 的

“承袭”（taking over）（伯格和卢克曼，2019），而把客观现实予以内化正是这一

过程的起点。当企业把工作要求通过制度规范等方式传输给员工，在特定的团体中建

构起新的工作秩序，员工再将这种秩序和道德观内化，并成为其思维和信念，就会直

接影响并改变成员的行动和实践。对自发性的强调不仅消解了工作和闲暇的区分，而

且打造出了一种“你是在为自己做有意义的工作”的企业文化：“人们只要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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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创造新的东西，是在从事一种新的工作，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那么他

们就更容易长久地工作（萨瓦尔，2018）。”

每个人在这都能看到自己奋斗的希望，都相信自己奋斗会得到应有的收益和回报的。
达成这样的共识之后，一切就水到渠成了——我不是为公司加班，都为自己加班，为自己
努力为自己奋斗。（访谈记录20200628Azhj）

久 而 久 之 ， 符 合 企 业 价 值 观 的 行 为 重 复 出 现 并 得 到 强 化 ， 无 论 是 在 管 理 层 还

是 基 层 员 工 眼 中 ， 加 班 都 是 一 件 很 正 常 的 事 。 升 任 公 司 管 理 层 的 员 工 在 战 功 文 化

的 驱 使 下 ， 认 为 想 要 做 出 业 绩 就 得 加 班 ， “ 是 愿 意 拿 着 高 薪 加 班 的 ” （ 访 谈 记 录

20201110XSwxd）。年轻的员工出于生存的紧迫感和发展的必要性，也具备较高的

加班自我驱动。

如果在一年里面干了两年的活，无论晋升也好，还是职场发展也好，你的成长速度是
可以直接加快的。这也是现在年轻人愿意认可的一个原因。（访谈记录20200616ZAxyj）

当 一 些 互 联 网 大 厂 宣 布 取 消 “ 大 小 周 ” ， 实 行 双 休 后 ， 部 分 员 工 甚 至 表 示 不 乐

意，因为取消“大小周”也意味着取消了这部分加班费，直接导致工作收入的减少，

却 未 必 带 来 工 作 量 的 减 少 。 ①多 一 些 收 入 的 主 观 愿 望 ， 提 升 能 力 和 快 速 成 长 的 吸 引

力，上升的空间和可观的经济回报，让很多员工心甘情愿加班。

韦伯（2010）指出，“服从意味着为了自身利益而把所接受的命令的内容变成行

动依据”，这里既有个体对组织影响的主动承袭，也有群体效应的暗示。在全员加班

的氛围下，遵守准则的员工会获得合法性，否则将被视为缺乏奋斗精神，面临尴尬的

处境。即使不喜欢加班，个体在带领制和集体压力下也会跟从组织规则。这种影响虽

然没有强制性，却有很强的参照压力，每个员工会依据所在环境中占优势的模式来主

动修正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表明自己是称职的或合格的。

到下班时间领导不走，员工就不敢走；同事不走，自己也不敢走，反反复复就形成了
所有人都在加班的氛围。（访谈记录20201110XSwxd）

如果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那么拼，那走那么早，是会觉得不好意思的。（访谈记录
20200704Acym）

当 员 工 为 了 顺 应 加 班 氛 围 、 完 成 工 作 任 务 以 及 实 现 职 业 晋 升 、 经 济 利 益 等 目 的

而主动加班时，“工作狂”（workaho l i c s）员工就被塑造出来（Mazze t t i  e t  a l .，

2014）。当从业者在市场实践中开始产生自觉接受和奉行主导文化的内在力量，就

会转变为个体行为的惯例，对加班产生普遍的认同。如果再经过长期发展扩展到大部

分的成员当中，便成为一种行业文化形态。如果整体行业是有加班氛围的，成员就不

会抱有朝九晚五的希望，能够相对少加班的话也是能够忍受的。既然加班是无法避免

的，难以拒绝的，那就接受并遵从，变为习以为常的事。“任何一种行为在被不断重

复后都会铸成一种模式，人们可以不费力地进行复制”（伯格和卢克曼，2019）。这

① 互联网企业“字节跳动”宣布取消大小周，实行双休，三分之一的员工表示不支持[EB/OL].(2021-07-10)[2024-08-12].https://
finance.sina.com.cn/stock/hkstock/hkstocknews/2021-07-10/doc-ikqciyzk45978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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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企业对加班无需刻意要求，个人甚至不需要再有利弊的权衡，只需要重复行为

并规律性地服从即可。“如果对制度的社会化真正实现了其效果，那么直接的强制手

段就会减少许多。大多数时候，行为会在制度所设定的渠道中‘自发地’出现”（伯

格和卢克曼，2019），加班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心甘情愿，无意识的忠诚便出现了。

相比积极的忠诚和无意识的忠诚，被动地接受和消极服从则是一种典型的拟似自

愿状态。有程序员指出，实际上一些企业本身业务需求没那么多，只要员工提高白天

的工作效率，就能够完成每天的工作量。“这时候员工的工作时段其实很多时候在划

水，坐都坐到10点。”（访谈记录20200710JMlgz）于是就出现了“白天少干，晚

上加班”的情况（访谈记录20201108QSgwm）。加班“装忙族”反映了个体在顺从

之下的一种消极应对，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日常抵抗

（于建嵘，2010）。

（二）有限退出和呼吁乏力

个体并非完全无条件地接受习惯或规范，仍具备一定的行动空间和能动性。面对

高压的工作状态和行业加班文化，如果不能接受和忍耐，以程序员为代表的互联网企

业知识工人大体有三种行动选择。

第一是以离职方式“退出”。一部分年轻员工希望工作的同时快乐生活，倾向于

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如果公司不具有竞争优势、创新度或薪酬等其他吸引力（访

谈记录20201111FSlyj），他们会拒绝超时加班和盲目加班。在一篇新媒体对90后互

联 网 员 工 的 采 写 中 ， 在 互 联 网 大 厂 工 作 的 几 个 年 轻 人 因 为 无 法 忍 受 长 期 高 负 荷 的 工

作，先后选择了离开（曾诗雅，2021）。另一部分大龄员工因为长期的加班状态无法

兼顾家庭、生活和健康而离职（访谈记录20201108QSgwm）。但年龄偏大的程序员

不再具备高性价比，当技术老化、体力瓶颈、提升乏力时，“35岁陷阱”的压力会让

他们面临去或留的艰难抉择，尤其是在外部经济和市场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退出后

的情况可能并不理想（访谈记录20201115JSfy）。

第二种是集体呼吁。当对加班的鼓励变成带有规制性的要求，即便是高薪，一部分

程序员也不愿意再过着“996”的日子，他们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特点，借助网络代码

平台发起了“996.ICU”的集体抵制。但部分员工对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抱怨往往很

难得到“工友”实际行动的支持。访谈中有些程序员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闹剧（访谈记录

20201110XSwxd）。在一种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由于组织没有竞争对手，不仅退出

失去了威胁作用，呼吁也会流于形式（赫希曼，2015），显得苍白乏力。由于无法改变

整个行业赖以生存的经济模式和文化氛围，大多数人回到继续加班的工作状态。

第三种是个体维权。无法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工作状态，那么就通过个体理性行

动来维护经济权益。一项关于北京海淀区涉及互联网企业劳动争议的调研显示，区域

内互联网行业的劳动争议呈逐年上升趋势，这里面涉及绩效和加班的诉讼内容占比最

高（海淀法院课题组，2019）。在加班费和离职补偿等利益诉求上，互联网知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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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并借力网络舆论壮大声势，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近

年的网易裁员事件、拼多多员工维权事件等。但从结果和效果看，个体维权多数没有

得到理想的结果，仅有少部分能获得最终胜诉和补偿。

伴 随 技 术 的 快 速 更 新 ， 劳 动 力 市 场 不 稳 定 性 和 风 险 的 增 加 ， 互 联 网 企 业 知 识 工

人的市场可替代性增强，知识地位的相对下降。当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从“作坊式”向

“ 软 件 工 厂 式 ” 转 变 ， 技 术 的 分 化 和 分 工 的 细 化 使 得 单 个 程 序 员 的 能 力 显 得 越 来 越

渺 小 ， 程 序 员 个 人 英 雄 主 义 时 代 走 向 终 结 ， 逐 渐 沦 为 了 软 件 生 产 流 水 线 上 的 一 颗 螺

丝 钉 。 他 们 把 工 作 戏 称 为 “ 搬 砖 ” ， 自 嘲 自 身 为 “ 码 农 ” （ 写 代 码 的 农 民 工 ） 。 危

机 感 驱 使 着 互 联 网 知 识 工 人 除 了 努 力 工 作 ， 还 必 须 不 断 更 新 知 识 与 技 术 （ 卡 斯 特 ，

2007），以巩固和保住自己的技术位置。他们的诉求总体上旨在控制工作强度，或获

得符合预期的利益补偿，而不以改变整个技术工作秩序和现有工作体制为目的。①

一般而言，弱势群体在面对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时，要么选择忍受，要么因忍无可

忍而选择反抗。但资本存量和可退出性决定了中产阶层的集体抗争具有较强的理性成分

（任克强和胡鹏辉，2020）。正是由于仍具备一定的技术地位、上升空间和流动性，以

及尚为可观的经济回报，即使选择跳槽或离职，互联网企业员工也不可能那么潇洒。对

于他们来说，如果情况没有变得更差，那么现状就是可以接受的，这也从另一个层面降

低了知识工人的集体行动力，助推了加班顺从。在退出有风险、集体抵制失败、个体维

权艰难等情况下，大多数时候更多人选择既不呼吁也不退出，选择接受和忍耐。

五、结论与讨论

本 文 以 社 会 建 构 的 理 论 视 角 分 析 了 互 联 网 企 业 知 识 工 人 形 成 加 班 同 意 的 具 体 过

程与内在机制。互联网企业知识工人的加班同意经历了组织化建构和个体化驱动的双

重互构过程。第一，在组织化建构阶段，互联网企业通过制度与非制度的治理方式不

断地将市场竞争压力传导到组织内部的团队和个人，运用工作组织和技术本身等更灵

活的管理方式不断地推动团队和个体提速增效。加班成为一种具有行业合理性的工作

常态。有吸引力的薪酬、明确的晋升制度以及良好的福利待遇都激励着员工留在公司

自愿加班。除了有形的激励，还有无形的文化驱动。劳企之间关于规则与服从、动员

与迎合的互动成功地推动加班逐步走向组织化，达成集体的默认和同意。第二，在个

体化驱动阶段，互联网企业知识工人一方面承接组织生存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将行

业和组织规则内化为一种职业惯例、价值标准、角色规范，进而惯例化为行为模式，

并在个体间相互强化，产生自驱力，形成加班自愿与加班顺从。在知识地位下降和可

替代性增强的情况下，面对加班困局，他们的个体化应对居多，集体行动较少，其退

出、呼吁等行动都显得较为乏力和有限。

秦文佳 吴晓锋 数字知识工人“加班同意”的双重社会建构

① 2021年11月，一份名为《公司作息Working Time》的在线统计文档在网上广为流传。文档中涉及大量互联网科技公司，发起人在
知乎称：“考虑到国内企业加班盛行且工作时间不透明，作为校招生，工作时间是选择offer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创建
了这个表来分享信息，希望对抵制996，普及995做出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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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加班？改善组织治理、实现人性化的雇佣关系是我们讨论加班议题的终

极关怀，需要我们把社会结构的分析和道德性的分析加以整合（汪和建，2005），在

劳动休息权和资本经营权之间，在促进新经济产业高速发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与实

现知识工人的自主管理和持续创新之间寻求平衡。

信 息 经 济 中 ， 劳 动 与 组 织 创 造 价 值 的 潜 力 极 度 依 赖 有 知 识 的 劳 动 自 主 性 ， “ 技

术劳动必须弹性地管理自己的时间，有时候延长工作时间，有时候调整以适应弹性过

程，有时候则缩短工作时数，并据此付薪”（卡斯特，2000）。互联网行业中大部

分是知识型的工作者，他们工作的很大部分需要思考性构建，对工作的自主性要求较

高。当企业用“996”“大小周”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压缩人力成本，最大化人力产

出，不仅严重挤压员工的休息时间，还会大大消耗员工的体力和创造力。从前述分析

可以看到，互联网企业知识工人抵制的并不是加班本身，而是超负荷的工作量和对工

作时间的规制，以及不对称的付出回报。正如哈耶克（1986）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并

不反对自愿协作，而是反对利用强权来产生组织与协作，需要对所有的强权或专制给

予严格限制。

为 此 ， 从 法 律 政 策 层 面 ， 应 对 知 识 工 人 的 劳 动 时 间 和 劳 动 权 益 予 以 更 有 力 的 保

护，加强对企业的劳动监察，运用法律规范和政策监管工具来协调市场、企业、员工

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权益。同时，充分认识知识工人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特点，把更

多的时间留给知识工人，给予知识工人更多工作弹性，将更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产

业发展。从企业层面来看，一是要提升企业治理能力，注重呼吁的制度吸纳，畅通企

业内部意见渠道，将员工权益纳入决策系统，实现企业与员工的良性互动，增进信任

和忠诚，达成劳企关系的不断改善。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在底层

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导致行业赛道内

竞争异常激烈。只有从模仿走向创新，拥有核心技术，改善企业的价值链地位，才能

使企业以高人力投入来换取运转效率、赢得竞争优势的加班冲动得到自我抑制，进而

增大知识工人弹性工作的可能，缓解知识工人加班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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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flourishing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phenomenon of overtime work in Internet enterprises is significant, and the culture of overtime work is 
prevalent. Knowledge workers have collective acquiescence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culture of overtime work. 
How is it possible for knowledge workers to agree to work overtim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overtime 
consent of knowledge workers in Internet enterprises has experienced a dual 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 
driven by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stage, Internet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transmit market competition pressure to teams and individual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promote collective acquiescence and consent of overtime through labor enterprise interaction; In the stage 
of individualized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knowledge statu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market 
substitutability, knowledge workers bear the pressure of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competition and the infl uence 
of industry rules, internalize overtime rules into behavioral norms, generate individual self-drive, and form 
voluntary and compliant overtime. To this end,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labor protection of 
knowledge worke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enhanc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pay 
atten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 absorption called for, and at the same time, enhance the position of enterprise value 
chains, reduce low-level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and seek a balance between promo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independent labor of knowledge workers.
Keywords: overtime; knowledge workers; internet enterprises; soci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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